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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是「中國社會政治生活的一

個微觀世界，是極好的研究對象」1。

單位組織作為國家組織機制的延伸，

組織化了整個當代中國。對於單位整

合控制功能的解釋，目前學界存在W

兩種理論的取向：一是結構主義的取

向，認為單位是資源和機會的再分配

機構，「組織性的依附」是單位控制的

結構基礎，國家高度集中計劃體制是

這種整合的制度化支持力量；二是

「元}事性的文化方法」2，分析工人

的行動邏輯和底層文化，強調其對單

位結構控制的「合謀」，從而將理論視

野從過去的結構計劃轉向單位日常的

「生活空間」3。當然，在學者實際的

學術分析中，這兩種理論取向的界線

劃分並不是如此嚴格，且往往會一併

使用。但是，這兩種不同的分析理路

卻在一點上殊途同歸，即強調單位控

制的實現以及工人集體行動的消解，

都是基於資源分配和追求的基礎之

上：一方面單位通過資源分配交換工

人的忠誠和馴服；另一方面，工人理

性地建構種種非正式的社會關係網

絡，追求更多的資源和機會的佔有。

但是單位制度的結構安排、單位內部

的文化力以及二者之間的張力，造成

了單位整合中的結構悖論4，也導致

了學者們關於單位控制機制的合法性

問題的眾多爭論。

筆者以為，只有跳脫單位資源分

配政治以及依附理論的爭議，才能釐

清目前關於單位控制的種種「各顯神

通」的理論模式背後的邏輯脈絡。隨

W中國再分配體制的轉型，國家對於

單位生產及分配過程的干預範圍和方

式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單位尤其是

國有企業的改革與轉型，其實是逐漸

剝離單位組織的政治和社會功能、突

顯其生產本質的過程，使生產政治進

行過程分析的意義隨之凸現。單位組

織尤其是國有企業，首先是作為一種

生產性的組織存在的，其次才是政治

性和社會性的組織，單位政治應該包

括分配政治和生產政治等多元面向，

而單位組織在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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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提供了事實基礎。

一　分配的政治：共產黨
　　社會的新傳統主義及
其後　　　　　

魏昂德（Andrew G. Walder，又譯

華爾德）提出的共產黨社會的新傳

統主義理論首開海外中國單位研究

的先河。雖然他在《共產黨社會的新

傳統主義——中國工業中的工作環

境和權力結構》（Communis t  Neo-

Traditionalism: Word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一書中並沒有明確使

用「單位」這一個概念，但他關於社會

主義工廠尤其是國有企業的研究，被學

界公認為是單位研究的起點，他提出

的「組織性依附」、「庇護關係」成為理

解中國工廠內部關係結構的核心概念。

魏昂德發現在中國單位組織日常

的運作過程中，通過工人策略性的行

動，形成了一種獨特的上下間的「庇

護依賴關係」，與現代西方社會經濟

組織中的「非正式結構」不同，這種權

力類型是領導者和積極份子合謀建立

的實用性互惠關係。這種關係結構的

蔓延，一方面瓦解了工人階級的團結

和自發集體反抗行動的可能，在單位

組織內部形成了互相帶有敵意的裙帶

關係；另一方面催生了單位內以工人

尋求私下交易和相互幫忙為特徵的亞

文化。同時，共產黨社會高度集中的

計劃體制安排造成了工人制度性的依

附，制度性的依附和制度化的亞文化

之間的互動和張力，推動了共產黨社

會的新傳統主義的生產和延續。

新傳統主義的形成基於下述的數

個事實：1、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壟

斷資源分配的渠道，城市社會自由交

換的市場被取消，封閉了城市群體獲

得資源的其他途徑；2、單位組織本身

承擔W重要的政治和社會功能，國家

通過它進行資源分配，同時也完成了

國家權力的「系統性的組織滲透」5；

3、工廠內僱傭關係不是一種市場關

係，而是一種行政等級關係，公有產

權制度轉換了工廠內的勞資關係形

態。

魏昂德關於單位內部權威機制的

研究，把宏觀制度作為一個具體的制

度背景，將單位日常的運作過程引入

學術研究視野，代表了中國研究範式

的轉移——分析的焦點從重要歷史人

物與歷史事件過渡到實際社會的微觀

運作過程，從政黨和意識形態到有理

性選擇能力的個人6，將理論的關注

點轉移到權力的實踐過程以及權力實

踐的後果，這樣的研究思路深刻地影

響W以後單位政治的研究取向，引發

了許多延伸性的研究。

單位組織內的領導不是意見一致

的行動整體，普通群眾也有利益訴

求，但魏昂德忽視了這兩個方面。李

猛、周飛舟、李康正是從這兩個方面

入手，試圖修正新傳統主義模式。他

們認為異質性的領導群體和普通工人

之間的互動，產生了單位內縱向的派

系結構。不同派系結構之間、派系內

的積極份子與邊緣份子之間，以及在

各種派系間搖擺的非派系份子間，存

在W一個複雜的博弈過程，每一個人

都會根據自己所面臨的具體情境選擇

派系立場及其行動策略，從而產生了

單位的「控制辯證法」。這種控制模式

在「德治性再分配體制」的作用下，得

到了鞏固和強化7。筆者看來，以派

系結構為內容的「控制辯證法」更多的

是對新傳統主義模式的補充和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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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仕政延伸了魏昂德「組織性依

附」的內涵，從宏觀的角度分析單位

的控制模式。由於單位性質和行政

級別的差異產生了對工人集體行動的

「分割效應」，製造了工人階級中的分

層，消解了單位有組織的集體抗爭，

實現了單位的整合與控制。馮仕政的

研究為我們理解單位控制提供了一

個新的視角，單位性質和行政級別產

生「分割效應」的基點是在於資源佔

有和分配上的差異；但是他沒有顧及

發生集體抗爭行動最為頻繁的國有

企業8。

周雪光的結論則和他們相反，他

認為雖然在單位社會中，單位組織從

空間結構上區隔了工人階級的社會交

往，但是高度集中的國家制度安排使

單位社會具有很強的集體動員能力，

這種制度化的結構安排又使單位社會

存在W巨大的集體行動潛能9。

筆者以為，這些研究更多的是對

魏昂德論斷的證實與證偽，在相同的

制度環境（再分配的計劃經濟體制主

導）下探討國家與單位（社會）的政治

關係，並未能夠超越新傳統主義模

式。他們的論斷立足於單位人經濟理

性人的前提假設之上，追求個人利益

和資源獲得是單位人尋求庇護、建構

派系的主要動機。但是將單位組織內

工人行為籠統地化約為一種自利行為

不免過於簡單化、單面化bk，而且使

他們的理論存在盲點和不足：

1、單位政治簡單地類同為分配

的政治。單位的資源分配過程等同於

單位的生產過程，或者把生產過程完

全作為一個技術性的活動而懸置起

來，單位行為全部被化約為資源分配

過程bl，單位組織成為資源爭奪的戰

場，單位日常運作過程呈現為一種相

互算計、爾虞我詐的權力鬥爭場景。

2、單位組織是國家為達到社會

控制的需要而設計的制度形式，具有

高度的政治色彩，從而使單位組織

作為一種經濟組織「偏離了其職業目

標的航向，而轉變為非組織目標的航

向」bm。這樣的判斷既忽視了單位制興

起的原因，以及其在擺脫中國社會「總

體性危機」上所起到的積極作用bn，也

忽視了單位尤其是國有企業在國家工

業化過程中所發揮的重大功能。

3、只對單位內部的權力結構進

行靜態的事實性}述，把單位組織本

身作為一個既成的、靜態的理想型來

處理，沒有將它置入到當代中國宏觀

的社會轉型背景中來進行「長期的動

態學」研究bo。

因此，單位政治的研究需要在單

位制轉型的背景下引入新的分析變

量。單位領導和工人既是國家生產活

動的僱傭者和經營管理的代理者，又

是法律意義上的國家生產資料和公共

財富的佔有者。在單位的運作過程

中，集結W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民

族主義、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爭鬥

和碰撞。我們既不能將單位組織的經

濟職能、政治職能和社會職能進行人

為的分割，同樣我們也不能將單位組

織的生產過程、分配過程以及單位人

日常的生活過程進行嚴格的分界。而

且在單位制轉型的過程中，有必要討

論的是單位政治的變遷。

二　新傳統主義模式的　
　　修正：從類型概念　
到一般概念　　

上文的討論多止步於有關魏昂德

範式在中國的適用程度和範圍的爭

論，並沒有觸及單位組織內權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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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原因在於有關研究者持有相同的

新制度主義分析立場，使其無法擺脫

組織和制度環境——這一新制度主義

學派固有的分析套路，在國家與組織

的關係變遷中討論雙方力量的對比，

沒有從理論前提上對新傳統主義模式

進行批判和反思。針對這些問題，有

些學者從魏昂德存而不論的「文化傳

統」入手，對他的理論前提進行修正和

反思。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對1949年

以前上海工人政治進行歷史分析，正

面回應了魏昂德的新傳統主義的相關

論點。她認為恰恰是地緣性的派系

結構和血緣關係網絡，即所謂的地緣

政治為工人階級公開性的集體抗爭

行為提供了機會，以同鄉會、幫會、

行會為主要內容的地緣政治，也為工

人的集體行動提供了組織基礎，「與

其將這些派別視為『現代』革命的障

礙，不如將其理解為工人行動主義的

搖籃」bq。

裴宜理在討論地緣政治時，對血

緣、地緣和非正式的熟人關係網絡作

用的強調，觸及了中國工人本土化的

行動邏輯。筆者以為，地緣政治概念

是對新傳統主義模式中「極權主義範

式的殘餘」的一種調適br，也是對魏昂

德偏重國家立場的一種矯正，但她過

於偏重工人階級底層文化的立場弱

化了魏昂德新傳統主義模式的宏觀意

義——借用工廠政治的「窗口」透視整

個中國的「政治格局」bs。雖然裴宜理

的理論集中於中國工人行為政治的分

析，但令人遺憾的是，她對於中國工

人本土化的行動邏輯未能進一步展開

討論。

汪和建討論了中國工人的行動邏

輯，明確地對魏昂德新傳統主義模式

的理論假設進行了修正。他認為單位

人的行動是在關係理性而非經濟理性

支配下進行的，單位人的行為結構是

自我行動而非追求資源滿足的算計行

動。

自我行動是在中國傳統文化，尤

其是儒家文化長期作用和塑造下形成

的，指「以關係理性為約束的自我主

義的行動」。自我主義的傾向和關係

理性的情結催生了中國人穩定的行為

習慣bt：1、視關係的建構和維護是自

我實現經濟與社會目的的工具，經濟

理性驅動人們建構關係的策略；2、

視關係本身的維護和建設為自我行為

策略選擇的一個重要變量；3、以差

等的原則運作其關係網絡。因而，關

係網絡的存在一方面為自我行動提供

了社會資本，同時也對自我行動產生

制約，為自我主義行動規定了道德和

價值的要求ck。

汪和建認為單位組織內的互惠關

係、派系結構等政治類型是中國人自

我行動邏輯的結果和體現，因為從自

我行動到關係行動，再到小集團和派

系行動，都是中國人自古以來普遍的

行為方式，所以單位組織內的特殊主

義關係類型就不會隨W組織形式、組

織制度環境的變遷而改變，新傳統主

義模式的一般性也就隨之確立。他的

結論為魏昂德的理論模式建構了一個

真實的、合理的本土化理論前提。

如果說魏昂德的新傳統主義模式

是通過組織性的依附自上而下分割了

工人階級的團結，那麼汪和建的自我

行動邏輯則是工人階級自我分割、自

我分化的過程，二者合力催生了中國

單位政治的權力格局。國家自上而下

的高度整合控制剝奪了單位內集體行

動發生的制度化資源，而單位工人的

自我行動邏輯則徹底消滅了工人階級

自我團結的希望。汪和建關於中國工

人行動邏輯的分析，讓我們想起了列

工人階級自我分割、

自我分化的過程，二

者合力催生了中國單

位政治的權力格局。

國家自上而下的高度

整合控制剝奪了單位

內集體行動發生的制

度化資源，單位工人

的自我行動邏輯徹底

消滅了工人階級自我

團結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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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對於西歐工人階級帶有短視的「工

會意識」的判斷。

通過中國人自我行動的邏輯，為

新傳統主義模式構建一個行動理論的

基礎，汪和建在理論上成功地將類型

概念轉變為一般概念。但是他將單位

社會中的工人化約為普通的社會人，

未免過於簡單。單位工人自我行動的

邏輯是針對資源和機會的分配而作用

的，但是工人能夠參與資源分配以及

獲得資源的首要前提是工人完成了生

產任務。只有工人是生產人，具有相

應的生產能力，才能獲取參與資源分

配的資格和身份。筆者認為單位工人

在單位組織內進行自我行動、建構關

係網絡的合法性前提是在生產過程中

建立的，單位組織的關係、人緣以及

派系結構或許能夠幫助單位人獲取更

好的機會或資源，但是履行工人基本

的「本職工作——生產勞動」無疑是開

展「關係行動」的前提cl。因此，汪和

建並未能夠正面地克服上文提出的魏

昂德新傳統主義理論模式的盲點和不

足。

面對相同的中國工人，裴宜理和

汪和建卻得出了截然相反的論斷，我

們該如何判別呢？西方很多社會運動

理論的研究成果都證實了關係網絡在

集體行動中的積極作用，周雪光的研

究也說明了單位控制中的結構悖論。

那麼單位工人階級集體行動為何沒有

爆發？工人階級的忠誠與馴服又是如

何產生呢？

三　生產的政治：生產
　　過程中的控制機制

社會學家布洛維（Michael Bura-

woy）cm將政治概念用於工業生產勞動

領域，並提出了「生產的政治」這一概

念，據此探討資本主義社會的整合與

控制機制。和魏昂德一樣，他的理論

興趣同樣在於福柯（Michel Foucault）

所言的「權力的微觀物理學」cn，不同

的是，布洛維研究資本主義工廠的

勞動過程，關注的是「剩餘價值的生

產」，而魏昂德研究社會主義工廠中

職務晉升、獎金、福利設施等資源和

機會的分配過程，關注的是剩餘價值

的分配；布洛維的分析視點落在工作

的現場，關注動態的過程；而魏昂德

的分析視點要大得多——落在「工作

的場所」，關注的是靜態的組織與制

度。正是二人有相同理論主題而不同

的分析路徑，使布洛維關於資本主義

的工廠政治研究，對於我們理解社會

主義的工廠政治具有一定的意義。另

一方面，單位尤其是國有企業，承擔

W新中國工業化的重要使命和責任，

生產功能是單位組織得以組建和運作

的根本保障，生產生活可以說是單位

工人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的行為、活

動，佔據了單位工人日常生活的重要

部分。對單位工廠的生產過程和生產

體制進行分析，或許能夠使我們對於

單位社會的控制和整合機制有新的認

識。

所謂「生產的政治」，是指在工業

生產勞動領域中，針對「生產時的關

係」所展開的鬥爭或衝突。布洛維區

分了「生產關係」和「生產時的關係」兩

個概念，他繼承了馬克思的觀點，認

為階級社會主要的生產關係是指生產

模式中，直接生產者針對剩餘價值所

發生的剝削關係，反映的是階級社會

中勞動價值佔有和分配的形式；而生

產時的關係是指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

工人之間、或工人與經理人之間的關

係co，它包括理論上有差異而實踐上

布洛維認為階級社會

主要的「生產關係」是

指生產模式中，直接

生產者針對剩餘價值

所發生的剝削關係，

反映的是階級社會中

勞動價值佔有和分配

的形式；而「生產時的

關係」是指在生產過程

中產生的工人之間、

或工人與經理人之間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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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技術關係，即是指工人在生產工

具的協作下，把原材料加工為成品的

一組行為，是勞動力轉化為勞動的過

程；二是生產時的社會關係，指在具

體的勞動過程中，個體根據所佔據的

「位置」而形成的關係形態，是工人群

體組成「倫理社群」（如夥伴、朋友等

關係）的紐帶cp。

布洛維認為通過生產的政治，工

人階級確立了自身的主體性，生產時

的技術關係為工人提供了相對自主

性。資本主義的勞動過程的本質在於

生產關係和生產時的關係的分離，這

掩蓋了資本主義剩餘價值的分配過

程。在這一點上，布洛維繼承了馬克

思的觀點，但是和馬克思不同的是，

他不認為通過「集體工人的產生」、工

人的同質化以及階級鬥爭，能夠使工

人認清自己與資本家在利益上根本的

對立，相反在實際的工作現場，工人

們並不會根據生產的物品與報酬之間

的差異來計算他們的勞動cq。在馬克

思主義理論看來，這種工人階級的

「無知」狀態，是工廠之外的資本主義

國家政治機制作用的結果，國家的意

識形態建設蒙蔽了工人的階級意識，

進而消解了工人階級的戰鬥性。布洛

維認為這並不是問題的關鍵，他認為

工人階級的馴服和同意恰恰是在馬克

思主義理論家所忽視的生產現場被

「統整」出來的，是生產的政治製造了

甘願。布洛維歸納了三種調節生產政

治的機制：趕工遊戲、內部勞動市場

以及內部國家。

1、趕工遊戲是指在真實的資本

主義生產現場，工人們相互競賽趕

工，盡快完成生產任務的配額。遊戲

類型包括兩種：一是工人與機器間

的遊戲——生產時的技術關係；二是

工人團體間的遊戲——生產時的社會

關係；後者比前者更有吸引力而且更

為持久，但是在實際的生產過程中往

往是兩種遊戲類型密切結合在一起

的，而且生產時的社會關係往往是輔

助完成生產任務、解決技術關係問題

而出現的。

工人趕工遊戲的動機不在於「外

在的目標」（獲取更多的收入），更多

的是基於工人對自己生產技能的表

演，它是對乏味的勞動過程的自我調

適。趕工遊戲創造了一種「廠房文

化」，它具有多種功能：一、工人通

過對生產過程及生產工具的駕馭獲得

自我獨立的體驗，在趕工遊戲中工人

成為主宰者，而不是一個被機器控制

的「異化者」，也不再是承擔階級任務

的革命者，工人獲得了相對自主性；

二、形成了種種生產時的關係。因為

具體的生產操作流程需要其他工人的

協作與配合，由此形成的合作或者衝

突（如工作環節上的故意刁難），會將

工廠中縱向的勞資衝突轉變為工人之

間的衝突cr，工人間的衝突實際上掩

蔽了工人間理論上應有的、共同的階

級屬性；三、制度化的趕工遊戲使遊

戲規則也被制度化，遊戲的輸贏成為

趕工的目的，掩蓋了工人生產的實

質，使遊戲變成為目的。

所以趕工遊戲掩飾了資本主義的

生產關係；在趕工遊戲過程中，生產

時的技術關係重新界定了生產時的社

會關係，它將勞資衝突分散為工人間

的競爭與衝突，同時激發了工人對遊

戲本身的參與熱情，製造了工人的馴

服。

2、布洛維使用內部勞動市場概

念，具有和經濟學者不同的理論興

趣，他更多的關注內部勞動市場對生

產時的社會關係、工人意識形態以及

趕工遊戲掩飾了資本

主義的生產關係；在

趕工遊戲過程中，生

產時的技術關係重新

界定了生產時的社會

關係，它將勞資衝突

分散為工人間的競爭

與衝突，同時激發了

工人對遊戲本身的參

與熱情，製造了工人

的馴服。



單位政治研究 125
述評

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影響。內部勞動

市場是指工廠內等級分化的職務結構

以及空缺職位的制度化安排。內部勞

動市場促進了工人在工廠內的流動，

但是減少了在工廠間的流動，這一方

面使工人培養出一種競爭性的個人主

義，同時降低了工人與低階管理者之

間的衝突cs。通過職業培訓和福利保

障，在保證工人生存確定性的同時，

培養出工人對工廠的奉獻精神。

內部勞動市場的維繫需要工人的

主動配合，並須基於以下兩個條件：

一是遊戲規則的合法性，相對的公開

和公平很重要；二是利益的誘引，只

有存在W利益的差別才能誘致工人主

動納入職務競爭系統之中。因此布洛

維認為工作情境並不是一個「技術空

洞化」的勞動生產過程，其中交織W

工人利益偏好、志願性服從等多種體

驗與情緒，而魏昂德在分析中國國有

企業的工人行為傾向時，只強調工人

對資源的追求，過於簡單化。而且布

洛維發現，在真實的工作現場，工人

一般都認為對於資源要求的合法性來

自於生產時的表現。內部勞動市場製

造了工人之間的張力，同樣分散了工

廠中的勞資衝突，通過這種生產的政

治行為，工廠成功地製造了工人對工

廠的認同。

3、內部國家是指在工廠企業層

次上，組織、轉換或壓制生產時的關

係所引發的制度形式。內部國家自壟

斷資本主義以來就存在，而現在，它

逐步從對生產時的技術過程的直接管

理監督，轉向勞資協調及集體協商，

由原來的專制體制轉換為霸權體制。

布洛維認為內部國家制度的這種變化

在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產生了一個哈貝

馬斯（Jürgen Habermas）所言的政治性

的階級妥協，成為工人和資本家之間

階級矛盾的緩衝器和安全閥。內部國

家制度的基本內容是工人代表對於工

廠管理政治的有限參與——集體協商

的功能和工人申述機制功能，這重組

了勞資雙方的衝突形式，通過塑造共

同利益（工人可以分享工廠整體利潤

增長的好處）、轉移和重組工作現場

的衝突，以及規定工業公民——以契

約規定工人的責任與義務等方式轉變

了工人集體抗爭的形式和內容，從而

獲取工人的同意。

趕工遊戲、內部勞動市場以及內

部國家都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一體

多面的整體。通過這三種機制，在製

造工人主動迎合資本控制的同時，也

分割了工人階級集體團結，「霸權誕

生於工廠」。生產政治屬於資本主義

勞動過程的微觀層面，與此對應的還

存在W宏觀的層面，布洛維稱之為國

家的政治，二者通過上述三種調節機

制聯繫在一起，共同界定了生產體制

的形態。在資本主義社會a，國家與

生產組織是分離的，在社會主義社

會，國家機構和生產機構是融合的，

國家直接取得並且分配生產剩餘。以

此觀點來透視魏昂德的新傳統主義模

式，也許我們將會理解為甚麼魏昂德

偏重資源分配過程的原因。

對於中國的單位研究而言，已有

學者開始關注國有企業內的勞動生產

過程。李靜君發現工人的技術能力成

為討價還價的籌碼，同樣由於技術能

力的不同，導致了工人在改革過程的

不同境遇ct；趙明華和尼科爾斯（Theo

Nichols）等人對河南紡織企業的研究

也說明了生產過程的變化對於工人體

驗的影響dk。

裴宜理提出了類似於布洛維「生

產的政治」的概念（國內翻譯為「產業

政治」）。和李靜君一樣，她認為工人

已有學者開始關注國

有企業內的勞動生產

過程。李靜君發現工

人的技術能力成為討

價還價的籌碼，由於

技術能力的不同，導

致了工人在改革過程

的不同境遇；裴宜理

指出車間是「工廠中

最重要的部門」，屬

於「半獨立的領地」，

「上級部門對它的控

制是很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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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變量」dl；而且她指出車間是「工

廠中最重要的部門」，屬於「半獨立的

領地」，「上級部門對它的控制是很有

限的」dm，這一點筆者很認同。技術上

的壁壘，往往是造成車間政治中機會

主義的重要原因，而非僅僅是因為上

級領導控制參數過多而產生的信息不

對稱dn。

陳佩華對中國單位工會的研究強

調了工會組織的紐帶功能do；張靜認

為國有企業職代會是聯繫國家和基層

群眾的橋樑，上傳下達，發揮了工人

利益訴求機制的功能，有助於國家對

工人和社會的整合和控制，這和布洛

維發現的資本主義工廠內「內部國家

制度」何其相似dp；李鉺金關於國有企

業車間政治的研究，則從事實上證明

了「生產時的關係」對於資源分配的影

響及其在「危機時刻」（布洛維語）所發

揮的重要作用dq。

筆者以為這些研究觀點還比較零

散，還沒有建立起比較完整的理論框

架體系。有學者指出國有工廠的生產

過程是以往單位政治研究缺失的角

度，是車間政治研究的「空白項」，而

且現有的研究多傾向對單位政治進行

「描述性的研究」dr。這些研究大多將

單位工廠「生產時的技術關係」作為一

個「技術內核」而懸置起來，一味強調

生產時的社會關係對於生產時的技術

關係的形塑。有學者也意識到這個問

題，提出了類似的觀點ds，並發出「返

回到生產中心性命題」的號召dt。筆者

以為在現實的單位政治中，生產過程

和資源的追求過程實際是根本無法分

開的。造成這種研究重點偏離生產過

程的原因也許在於研究方法，一方面

學者們大多很難獲取工廠生產過程的

資料，另一方面學者們使用的質性研

究方法在方法論上有W無法克服的

「霍桑效應」ek。很少學者能夠有機會

像布洛維那樣以工人的身份親歷工作

現場進行研究，正是方法上的差異導

致了在工人最重要的行為——生產行

為的研究上「語焉不詳」el。當然國內

有學者針對布洛維的方法進行了可行

性的調適，提出了「強干預」和「弱干

預」的研究方法em，也許這對我們的民

族志研究具有新的啟示和意義。

四　結 論

單位控制的迷思形成於單位政治

研究理論前提假設的缺陷，在資源依

附的前提下，以往的研究認為：一方

面，國家高度集中的再分配計劃體制

壟斷了所有資源，這成為國家整合和

控制單位及單位人的手段和工具；另

一方面，工人自我行動的邏輯預示W

工人階級自我分化的傾向，導致工人

群體的異質化，瓦解了工人階級的內

部團結，造成了工人的服從，因此單

位控制是「合謀」、「共謀」的結果，筆

者以為這樣的判斷過於簡單，我們無

法理解「合謀」形成的過程。這些研究

想當然地認為國家有控制的必要，而

工人有志願性服從的行為傾向，可是

這兩個假設如果放在一起就產生了不

可克服的矛盾，如果工人是自我行動

的，又是志願性服從的，那麼國家又

有何必要性對他們加以控制呢？反

之，如果國家控制是必要的，我們又

怎能視工人的服從為理所當然en？以

此觀點重新審視單位政治，也許我們

可以推斷單位控制的達成可能是制度

設計的「意外後果」eo。

說單位控制是「合

謀」、「共謀」的結

果，筆者以為這樣的

判斷過於簡單，我們

無法理解「合謀」形成

的過程。這些研究想

當然地認為國家有控

制的必要，而工人有

志願性服從的行為傾

向，可是這兩個假設

如果放在一起就產生

了不可克服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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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以為其中根本的原因在於經

濟理性人的前提假設，導致了單位控

制中的理論存在邏輯的矛盾，同時也

引發了許多爭議。其實在新中國工業

化的進程中，單位的生產功能、工人

的建設力在其中扮演W無可替代的巨

大作用，也許我們不僅應該假設工人

是「經濟理性人」（或是「有限經濟理性

人」）ep，是一個資源爭奪者，也應該

假設單位工人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建

設人」eq，是具有奉獻精神的「自我管

理的群體」（布洛維語）。單位工人的

行動邏輯是多面向的，「經濟理性人」

與「建設人」之間不是一方決定另一方

的關係，二者共同作用於單位工人的

行動邏輯之中，正如汪和建將中國行

動邏輯中關係理性置於和經濟理性相

等的地位一樣，所不同的也許只是二

者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呈現的比例差

異。單位政治同樣也是多元面向的，

大量的關於國有企業工廠政體，控制

機制以及工人行動邏輯的研究資料為

我們的研究提供了積累，回到工人真

實的生產勞動過程，關注工廠中不同

的產權形式、不同的管理制度、不同

的生產模式、不同的生產工藝以及不

同的生產關係，或許能夠有助於我們

解釋不滿、怨恨與集體行動之間的距

離er，也許這將會是未來單位政治研

究新理論的增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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